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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在新加坡的体制化探索从 ２０ 世纪上半叶开始ꎬ可从与英殖民

政府、新加坡中医界自身、与中国方面关系三个视角进行考察ꎮ 其一是利用法令

管制的空白获得相对自由的环境ꎬ同时通过官方支持慈善中医事业使中医间接

受益ꎮ 其二是新加坡中医界自身转型的实践ꎬ包括中医教学的继承与创新、医考

与医刊的创设等ꎮ 其三是与中国中医变革的联动ꎬ在中西医论争时加入中医阵

营ꎬ并主动接轨民国政府的中医管理政策ꎮ 评价新加坡中医的体制化探索历程ꎬ
应梳理其体制化程度、特殊模式以及作为双重他者的特征ꎬ分析其正面意义和负

面影响ꎬ从而构成新加坡中医作为海外中医发展的个案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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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科技史、科技与社会ꎮ
　 ①　 新近如笔者的博士论文ꎬ以新加坡中医发展的社会史为主题ꎬ对政府、中医专业组织、宗教组织对新加坡中医发

展的影响进行讨论ꎮ 详见文献[２]ꎮ
　 ②　 近半个世纪中ꎬ中国绝大部分属于民国时期ꎬ新加坡基本为英国殖民地ꎮ 其中ꎬ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５ 年日军占领新加

坡ꎬ但日据时间短且战后即恢复英殖民统治ꎬ故不予讨论ꎮ

中医随着中国人下南洋而传入新加坡ꎬ至今仍是华侨华人乃至整个本地社会生活中

的“医药习惯”和“寻常景象”ꎮ[１]然而ꎬ对新加坡中医历史的研究属于边缘的和新兴的领

域①ꎬ目前已有如新加坡中医药发展史的概述[３] 、先驱性和代表性人物研究[４] 、新加坡中医

界回应民国废医案的个案分析[５]等ꎬ呈现出数量偏少、主题零散和内容单一的特征ꎬ更重要

的是未从整体上阐明新加坡中医何以扎根并扩大规模发展至今的关键ꎬ即缺乏对其何以体

制化的解释ꎮ 这里的体制化是指新加坡中医为了有效顺应社会与时代的变化ꎬ构建涵盖中

医管理、临床、教学与研究的体制ꎬ并在总体上呈现出愈趋组织化、专业化和现代化的面貌ꎮ
立足于既有研究基础ꎬ可以从新加坡中医行业自身的视角出发ꎬ审视 ２０ 世纪上半叶

中医在新加坡如何开展体制化的历史过程ꎮ 确切的时间范围为 １９０５ ~ １９４９ 年ꎬ但根据行

文需要可不限于此ꎮ 其中作为开端的标志事件为 １９０５ 年新加坡所属海峡殖民地政府颁

布首部医药法令———«医药注册法令» (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ꎮ②在这期间ꎬ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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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中医界如何与英殖民政府打交道? 其自身做了哪些体制化探索? 其与民国政府和中医

界又有怎样的关系? 接下来就将从以上三个切入点着手考察ꎬ系统梳理体制化的阶段特

点ꎬ进而探析中医在新加坡扎根生长的动力与意义ꎮ 由此自然而然衍生出的问题是:新加

坡的中医是否仅为中国中医的旁支? 抑或是“以西方历史经验为标准” [６] 的改造产物?
因此ꎬ除了认识并构建新加坡中医体制化的特定模式ꎬ这也将为思考海外华人的身份认

同、近代中医史与现代性等相关议题提供裨益ꎮ

１　 作为慈善事业:英殖民政府治下的间接受益体制

面对 １９０５ 年«医药注册法令»的排除中医规定ꎬ新加坡中医界选择服从而未有异议ꎮ
一方面ꎬ他们充分利用管制的空白ꎬ反而获得相对独立自由的从业环境ꎻ另一方面ꎬ通过英

殖民政府大力扶持的慈善中医事业ꎬ中医实际上争取到特殊的官方助力ꎮ 作为英殖民政

府治下的间接体制ꎬ中医在新加坡获得了看似矛盾冲突实则不无好处的实效ꎮ
１􀆰 １　 遵循«医药注册法令»的多重影响

虽然新加坡早已于 １８１９ 年开埠ꎬ但直到«医药注册法令»颁布后才有正式医药管制ꎮ
该法令第 ２１ 条提及中医:“不得将本法令中任何内容解释为禁止或阻止本土医疗方法的

操作(包括印度方法医疗、中国方法医疗或其他亚洲区域的治疗方法)ꎮ” [７] 虽然“医药”
在法令中并未被形容为“西方的”ꎬ但在当时的情境下ꎬ得到殖民者承认的是其带来的现

代医学ꎬ亦即西医ꎮ “外来的”西医与“亚洲区域的”、“本土的”医疗方法相对ꎬ被认为具

有普适性而不必特指ꎮ 总之ꎬ法令所管制的对象是西医ꎬ中医则不在此列ꎮ 由此形成的管

制空白延续甚久ꎬ直至二战后ꎬ恢复统治的英殖民政府推出«药品(广告及售卖) 法令»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ｌｅ) Ａｃｔꎬ１９５５)ꎬ通过商业行为管理而涉及部分中医药ꎬ才
使情况有所改变ꎮ 至于中医医疗真正被纳入国家体制ꎬ则迟至新加坡共和国政府成立传

统中医药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１９９４)和颁布«中医注册法

令»(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Ａｃｔꎬ ２０００)才实现ꎮ 所以ꎬ２０ 世纪上半叶以

«医药注册法令»为基准的政策法规保持不变ꎬ英殖民政府对于医药仅承认西医而排除

中医ꎮ
法令的颁布给新加坡中医行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ꎬ然而总体上是有利的ꎬ并没有

招致中医界人士的公开反对ꎮ 法令的影响包括:其一ꎬ西医被确立为唯一正统的和科学的

医学ꎬ中医被视为非正统和非科学的ꎮ 法令奠定了西医在新加坡时至今日依旧超然的地

位ꎬ使得中医在内的亚洲传统医疗无法与之匹敌ꎮ 西医与中医在新加坡是主流与非主流、
主要与次要的关系ꎮ 其二ꎬ法令对于中医不是彻底取缔ꎬ而是将其隔离ꎮ 中医没有被禁

止ꎬ但是不能采用西医疗法和西医药品ꎬ因而断绝了中西医结合的可能ꎮ 其三ꎬ未被禁止

的中医实际获得相对独立自由的发展环境ꎬ属于游离于官方秩序之外的民间力量ꎮ 中医

师可以通过申请商业执照以进行诊疗业务ꎬ加之作为本地主体族群的华人具有相应的求

医问药需求ꎬ因此中医没有受西医冲击而衰亡ꎮ “新加坡之国医ꎬ多如过江之鲫ꎬ资格极

为复杂ꎬ盖因当局对执业国医之士ꎬ格外优待ꎬ不似西医之严格限制ꎬ任其行医自由ꎮ” [８]

«南洋商报»的这则 １９４６ 年的报道所描述的繁盛景况ꎬ说明新加坡中医界的确受惠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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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而得以壮大行业规模ꎮ
１􀆰 ２　 接受政府资助以开展慈善中医

即使在法令隔离与排除的情形下ꎬ新加坡中医界仍通过接受英殖民政府资助慈善中

医的方式ꎬ间接获得官方层面相当力度的支持ꎮ 较早的例子是历史悠久的新加坡慈善中

医院———同济医院(Ｔｈｏｎｇ Ｃｈａ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亦称同济医社ꎬ始创于 １８６７ 年)ꎮ 该院

为贫苦人民施医赠药ꎬ提供免费中医医疗服务ꎮ １８９２ 年ꎬ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文泰􀅰
史密斯爵士(Ｓｉｒ Ｃｅｃｉｌ Ｃｌｅｍｅｎｔｉ Ｓｍｉｔｈꎬ１８４０ ~ １９１６)批准将该院所购地块的 ９９ 年地契改为

永久地契:“除非􀆺􀆺总督的意见认为该慈善事业已不能适当或有效施行ꎬ或在该地产所

建之房屋已告失修ꎬ导致不堪作上述慈善事业时ꎬ该地产须退还女王殿下ꎮ” [９] 政府的扶

持是同济医院得以开展慈善中医事业不可或缺的一大动力ꎮ
另一所成立于 １９１０ 年的慈善中医院———广惠肇留医院( Ｋｗｏｎｇ Ｗａｉ Ｓｈｉｕ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更能体现医药法令在隔离中医与政府资助慈善中医两者之间的弹性ꎮ 该院由旅新的广东

商人发起创办ꎬ旨在为广州、惠州和肇庆籍华人提供免费医疗和住院服务ꎮ 建院伊始ꎬ便
有官员慷慨捐赠款项ꎬ亦有政府特批转让的低价土地ꎬ仅需缴纳象征性地税ꎮ 不仅如此ꎬ
该院有少量西医医生且有住院业务ꎬ因而属于公共医院(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序列ꎬ设有«广惠

肇留医院法令»(Ｋｗｏｎｇ Ｗａｉ Ｓｈｉｕ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ꎬ受政府尤其是专门管理华人事务的

华民政务司(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ａｔｅ)监督管辖ꎮ
广惠肇留医院的特别例子表明ꎬ新加坡中医界与英殖民政府可以另辟蹊径以达成彼

此的良好合作ꎮ １９２６ 年ꎬ时任总督劳伦斯􀅰基里玛爵士( Ｓｉｒ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Ｎｕｎｎｓ Ｇｕｉｌｌｅｍａｒｄꎬ
１８６２ ~ １９５１)的夫人曾前往视察:“觉地方清洁ꎬ空气充足ꎬ深赞董事诸君办事之得力云云

􀆺􀆺参观全院ꎬ经行各处地方洁净ꎬ院内住满病人ꎬ工人服侍极为闲至ꎬ各种医备亦为完

美ꎬ参观之余甚为欣慰云云ꎮ” [１０]总督夫人的评价并未涉及中医ꎬ这和华民政务司的管理

均可说明ꎬ政府之所以大力支持慈善中医ꎬ乃是基于促进华人民生事务而非医疗卫生事务

的出发点ꎮ 换言之ꎬ英殖民政府对于中医这一医疗方式并无管制、置身事外ꎬ但对慈善中

医帮助解决民生问题表示肯定和支持ꎮ 因此ꎬ中医界以实在化的方式发展中医ꎬ对于中医

在新加坡扎根发展成效显著ꎮ

２　 自身转型实践:中医教学、医考与医刊

就新加坡中医界自身而言ꎬ他们为实现体制化所做的努力具有新旧交织的特征ꎬ分别

表现为两个方面:横向来看ꎬ新加坡中医源自中国中医ꎬ又受限于新加坡医药法令的隔离

与排除ꎬ于是它们部分移植承袭明清传统中医体制ꎻ纵向地看ꎬ由于时代的变化和西医的

刺激ꎬ尤其受到中国国内中西医之争演变的影响ꎬ新加坡中医界开始自发地尝试建设新型

现代中医体制ꎮ
２􀆰 １　 中医教学的继承与创新

中医在新加坡所面临的政策环境与明清时期中医的遭遇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ꎮ
明清时期由于朝廷“并不积极建立官方的医疗体制”ꎬ运行着界线模糊的“儒医与边缘医

的知识与疗法”之间的互动交流ꎮ[１１]官方未强化管理或深度介入中医行业ꎬ使得自主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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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系行业运作与发展的决定因素ꎮ 新加坡中医界一方面延续传统ꎬ移植承袭明清传统

中医体制ꎬ另一方面顺应时势ꎬ尝试建设新型现代中医体制ꎮ 以中医教学为例ꎬ新加坡的

中医师最早从中国国内迁来ꎬ在本地的传承起初亦与中国相同ꎬ或为家传、或为师传、或为

自学ꎮ 例如后来曾任新加坡中医学研究院院长的陈占伟(１９０４ ~ １９８９)ꎬ少时在广东老家

拜师学医ꎬ来新加坡后坐堂诊病ꎮ １９３８ 年ꎬ厦门名医吴瑞甫(１８７２ ~ １９５２)为躲避战火来

新ꎬ陈即于次年拜其为师ꎮ 据陈回忆ꎬ“吴师精通伤寒ꎬ谓伤寒一书脉络贯通ꎬ往往有言在

此而意在彼之妙ꎬ对原文不可解处ꎬ从不加以强解􀆺􀆺吴师用药ꎬ处处照顾病人之胃气

􀆺􀆺因任何药物ꎬ都靠胃气以运行ꎬ若滋腻太甚ꎬ则胃气窒滞ꎬ升降失调ꎬ即有良药ꎬ如何能

发挥其功效?” [１２] ꎮ 吴的言传身教使陈获益匪浅ꎬ可见师传等固有的传承方式可以促进医

师人才培养ꎮ
除了传统的中医教学方式ꎬ当时出现了中医进修班这一新事物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曾

兴起一批中医进修班ꎬ分为本地中医师开办和中国大陆及香港中医机构所设分支两类ꎮ
前者如 １９３３ 年陈子英(１８９４ ~ ?)医师开办的中医专修班ꎬ有全科(三年)、速成(两年)、函
授(三年)三种ꎬ收费不等ꎬ均由陈本人独自教授ꎬ传授个人经验和秘诀ꎮ[１３]后者如 １９３６ 年

方展纶(１９０９ ~ １９７９)、陈济群(１８８６ ~ ?)合办的耀华针灸学社新加坡分社ꎮ 耀华针灸学

社本部在香港ꎬ方、陈各自负责分社在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业务ꎬ直接在他们的诊所内进行

教学ꎮ[１４]进修班模式与家传、师传相比而言无疑属于制度的创新ꎬ展示出向专业化、规范

化教学发展的尝试ꎮ 但也有同行批评进修班是“野鸡式之医生学府”ꎬ“太过于理想”ꎬ“有

害于人群”ꎬ应当“向中国政府注册ꎬ筹足经费ꎬ建筑校舍ꎬ聘请名医为教授ꎬ购置各种医药

仪器ꎬ录取有资格之学生(中等以上资格)ꎬ规定毕业年限”ꎬ为新加坡中医界建立“名正言

顺适合现代之教育机关”ꎮ[１５]由此可见ꎬ这一时期新加坡的中医教育已有新迹象ꎬ虽未立

即实现“现代之教育”ꎬ但正处于转型的萌芽之中ꎮ 后来直到 １９５３ 年ꎬ第一所向政府注册

的中医教育机构———新加坡中医专门学校(１９７５ 年易名为新加坡中医学院) 才得以

创办ꎮ①

２􀆰 ２　 医考与医刊的创设

对于建设新型现代中医体制的探索还包括医考与医刊的创设ꎮ 前者为旨在认定中医

师资格的同济医考ꎮ 虽然其持续历史为 １９０１ ~ １９８３ 年ꎬ但最具影响力的时期是 ２０ 世纪

１０ ~ ４０ 年代ꎮ 同济医考为选拔驻同济医院的中医师而举行ꎬ以来自福建和广东的有名望

的中医为评委ꎬ另请若干名医为评阅人ꎬ选录闽、粤籍各前十名考生入榜ꎬ并取各前三名为

驻院医师ꎮ 医考自 １９１４ 年起定为每三年举办一次ꎬ相关内容均需公示ꎮ 如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医考有“赴考者 １１７ 人”ꎬ“各董事在场严密监视”ꎬ试题有“肝满肾满肺满皆实即为

肿论”、“肺痿之病从何得之论”等ꎮ[１７] 对于中医师个人来说ꎬ一旦被录为驻院医师ꎬ意味

着达到业内高水平ꎬ拥有业内高起点ꎮ 对于新加坡中医界而言ꎬ由行业内部自行组织的医

考为医师资格认定和医师人才选拔树立了可行的、公认的标准和规则ꎮ 医考的影响力亦

依托于同济医院自身的规模和实力ꎬ而这又离不开如前文所述政府在土地权上的支持ꎮ

① 中医专门学校创办之初ꎬ仍无法以医学院校性质向政府注册ꎬ而是以华校名义向华文教育局注册ꎮ 参见文献

[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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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虽然英殖民政府在同济医考中是缺席的ꎬ但实际仍对此发挥间接作用ꎮ
后者为促进中医行业交流和公共研究的中医报刊ꎮ ２０ 世纪上半叶新办的报刊有«医

学报»(１９０１)、«医学旬刊» (１９２７)、«医药周刊» (１９２９)、«医药月刊» (１９２９)等ꎮ 另外在

一些非医药类报刊中ꎬ如«南洋商报»、«中兴日报»等ꎬ也曾辟有中医药专门栏目ꎮ 作为全

新的公共出版平台ꎬ中医报刊大大有利于中医药方面的同行联络、学理讨论、新闻传播、知
识普及、广告宣传、医患交流等等ꎮ 如吴访梅(生卒年不详)曾在«医药月刊»第 ２ 期发表

«伤寒论桂枝二越婢一汤释疑» [１８] ꎬ引起一场热烈讨论ꎮ 陈占伟、吴纬之(生卒年不详)、
王梅亭(生卒年不详)、吴望翘(生卒年不详)、谢颂彭(１８８９ ~ １９７４)等中医师纷纷在该刊

跟进发文ꎬ针对这一论题各抒己见ꎮ 利用报刊平台展开兼具公开性与时效性的探讨ꎬ是传

统中医体制下不曾有的景象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医刊起初多由中医师私人创办ꎬ如«医学

报»主编为叶季允(１８５９ ~ １９２１) [１９] ꎬ«医学旬刊»主编为谢庆生(生卒年不详) [２０] ꎮ 中医

类团体组织出现后ꎬ医刊的出版主体才由私人逐渐转移至团体ꎬ如上述«医药月刊»即由

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创办ꎮ 这种趋势后来成为主流ꎬ如 １９４６ 年

成立的新加坡中国医学会(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内设学术股、出版组、图书组

等机构ꎬ创办«医粹»、«医统先声»、«医衡»等多种刊物ꎬ还定期举办中医座谈会、辩论会

等活动ꎮ[２１]中国医学会创刊办会的案例亦可表明ꎬ在这一时期尚无专门中医研究机构的

情形下ꎬ依托中医类团体组织的中医学术共同体已初步形成ꎮ 除此之外ꎬ有关中医组织、
行业监管等中医体制的其他革新之处ꎬ接下来将会述及ꎮ

３　 新加坡中医界与中国中医变革的联动

同一时期ꎬ作为新加坡中医之源头的中国中医正遭受来自西医的剧烈冲击ꎬ因而也发

生了许多变革ꎬ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波及新加坡中医界ꎮ 行业层面ꎬ中国的中西医论争愈演

愈烈ꎬ矛盾激化之下爆发了 １９２９ 年“废止旧医案”ꎬ新加坡中医界加入中医阵营ꎬ进行声

援抗争ꎻ官方层面ꎬ国民政府相继出台医师管理政策ꎬ如 １９４３ 年通过的«医师法»ꎬ新加坡

中医界对此选择主动接轨ꎮ 其上述活动堪称与中国医界同声同气ꎬ均可视为与中国中医

变革的联动ꎮ 这样一来ꎬ凭借与中国中医界的一体化ꎬ新加坡中医界不仅可以与中国同行

遥相呼应、互为支援ꎬ而且可以从母国获得认可与参照ꎬ进而有效弥补管制空白下的制度

缺失ꎮ
３􀆰 １　 在中西医论争时加入中医阵营

２０ 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的中西医论争的频发期ꎬ新加坡中医界在其中最为激烈的

１９２９ 年“废止旧医案”时加入中医阵营ꎮ 此前的论争既有余云岫(１８７９ ~ １９５４) «灵素商

兑»(１９１７)主张推翻中医而引发论战等学理之争ꎬ也有民初“漏列中医案” (壬子癸丑学

制下医学与药学专门学校规程均未列中医科目) [２２] 等请愿抗争ꎮ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ꎬ国民政府

新组之卫生部召开中央卫生委员会议ꎬ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等诸项

废止中医提案ꎬ全国中医药界震动ꎮ ３ 月ꎬ在上海先后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代表联席会议

和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ꎬ成立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和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ꎬ发起抗争

请愿ꎮ[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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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国内步伐ꎬ新加坡也召开了中医药界临时联合大会ꎬ成立首个中医类团体组

织———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ꎮ 联合会一面与国内中医药团体联络ꎬ另一面直接向国民

政府请愿ꎮ 前文述及«医药周刊»、«医药月刊»亦为此时创办ꎬ两者皆为声援国内中医界

的主要发声渠道ꎮ 如«医药周刊»主编施少彭(生卒年不详)呼吁保存中医药:“请国人从

实际上研究医学ꎬ勿分畛域ꎬ中西贯通之ꎬ务使科学日就夫光明ꎮ” [２４]再如数位新加坡中医

联合发表«议决反对废止中医中药电»ꎬ公开支持中国中医界的抗争[２５] ꎻ著名药商胡文虎

(１８８２ ~ １９５４)曾上«为请办中医药学校及中医院事上蒋主席书»ꎬ建议在南京开办中医药

学校和医院ꎬ后获国民政府的肯定回复ꎮ[２６] 诸如此类ꎬ可见新加坡中医界是“废止旧医

案”中支援中医阵营的重要海外力量ꎮ 全面抗战爆发后ꎬ联合会认为“我国政府(指国民

政府)既具焦土决心ꎬ人民应尽输财之责ꎬ覆巢之下无完卵”ꎬ不但“派员分途劝捐赈款ꎬ成
绩极佳”ꎬ而且于 １９３８ 年底“表决将建筑会所之基金ꎬ先拨买公债三千元”ꎮ[２７] 这表明新

加坡中医界自视为中医的海外分支而心系母国ꎬ亦显示出海外华人作为中国人的身份

认同ꎮ
３􀆰 ２　 接轨国民政府的中医管理政策

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及其参照遵循 １９４３ 年中国«医师法»的例子可以证明ꎬ新加坡中

医界主动接轨国民政府的医师管理政策ꎮ １９４６ 年ꎬ仅包括中医界而不含中药界的新加坡

中国医学会成立ꎬ系受国民政府认可的侨民团体ꎮ 为遵循响应中国«医师法» (１９４３)ꎬ根
据第五章第二十八条“医师公会分市县公会及省公会ꎬ并得设全国公会联合会于国民政

府所在地”的规定[２８] ꎬ次年新加坡中国医学会改组为新加坡中医师公会(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以下简称“中医师公会”)ꎬ并向全国中医师总会和国民政府相

关部门报备获批ꎬ亦获得英殖民政府的华人社团注册审批ꎮ[２９￣３２]

中医师公会尽量以«医师法»为准绳行事ꎬ不仅反映于其名称、组织、章程等形制ꎬ而
且体现于资格认证、开业从业、医德伦理等具体管理活动中ꎬ使中医在新加坡展现出更为

规范的面貌ꎮ 比如ꎬ按«医师法»规定ꎬ非中医学校毕业者需通过地方官署审核才能获中

医师资格认证ꎮ 中医师公会扮演了地方官署的角色ꎬ１９４７ 年其会员有 １８０ 多名ꎬ经组织

审查报送了 １５１ 名给国民政府ꎬ获颁«医师考试及格证书»ꎮ 由此ꎬ公会依靠母国法律认

可ꎬ成为中医师资格认定过程中的审查机构ꎮ 中医师需先入会成为会员ꎬ然后提交«专门

职业与技术人员考试声请中医师检覆履历书»ꎬ经审查合格后由中医师公会报送国民政

府ꎬ由考试院颁发«医师考试及格证书»ꎬ完成资格认定程序ꎮ[３３] 再如ꎬ中医师公会虽然没

有执法权ꎬ但仍希望中医师参照«医师法»记载病人信息、标注医师信息等ꎬ以约束和整肃

从业行为ꎮ 这样ꎬ中医师在刊登广告时即可标注“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学术研究撰述员”等

身份[３４] ꎬ可得到业内与民众的认可ꎮ

４　 总结与反思:如何看待中医在新加坡的体制化?

上述对三个层面的进程回顾大致针对“是什么”和“为什么”两类ꎬ接下来将会集中于

对“怎么样”的回答ꎬ即对新加坡中医体制化的开展进行总结与反思ꎬ先梳理其达到的体

制化程度和极为特殊的模式以及作为双重他者的特征ꎬ然后分析其正面意义和负面影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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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比较客观地看待中医在新加坡的体制化ꎬ肯定中医就此在海外扎根传播的历史价值ꎮ
４􀆰 １　 新加坡中医体制化探索历程的模式与特征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ꎬ可以评估 ２０ 世纪上半叶中医在新加坡的体制化状况ꎬ从而探

究这种体制化究竟如何ꎮ 先从行业规模进行定量分析ꎮ 由于缺乏历年数据ꎬ暂利用«新

加坡各业调查»的统计数据ꎮ １９２１ 年新加坡中医师数量为 ３０６ 名ꎬ其中内科 ２２６ 名ꎬ外科

２１ 名ꎬ痔科、儿科、花柳科、眼科、跌打科等各若干名ꎮ[３５] 另外ꎬ前文提到 １９４６ 年«南洋商

报»的报道«本坡中医八百人»ꎬ形容当时中医师“多如过江之鲫”ꎬ已有约 ８００ 名ꎮ 从

１９２１ 年的约 ３００ 名到 １９４６ 年的约 ８００ 名ꎬ数量已增加近两倍ꎬ可推测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整

体情况ꎬ其数量增长速度也应该非常快ꎬ行业规模处于不断扩张之中ꎮ １９４７ 年ꎬ有 １８０ 多

名中医师加入中医师公会ꎬ其中有 １５１ 名获颁«医师考试及格证书»ꎬ分别约占 １９４６ 年总

人数的 ２２􀆰 ５％ 和 １８􀆰 ９％ ꎮ 如果以是否加入中医师公会作为体制化的指标之一ꎬ那么这种

比率虽未过半ꎬ却也不容小觑ꎮ
再由定性视角评估 ２０ 世纪中叶新加坡中医体制化所达到的程度ꎬ亦作为对本文开始

三个问题的回应ꎮ (１)与英殖民政府的关系ꎮ 中医在新加坡虽受法令排除在外ꎬ但获得

相对自由ꎬ作为慈善中医事业而存在ꎮ 它在官方层面具备慈善而非医学的制度属性ꎬ从而

获得政府的资助扶持ꎮ 后来成立的中医师公会属于向英殖民政府注册的华人社团ꎬ亦具

华人事务属性ꎬ使所在地政府必须予以重视ꎮ (２)新加坡中医界自身ꎮ 建设新型现代中

医体制的尝试并不一定是另起炉灶ꎬ如中医教学方式变迁的案例说明既有继承又有创新ꎮ
此时ꎬ医考、医刊、中医专业组织的创设均属于体制化的探索ꎮ (３)与民国中医界及政府

的关系ꎮ 体制化的显著特征是一体化ꎮ 他们在中西医论争时加入中医阵营ꎬ进行声援抗

争ꎮ 同时ꎬ主动接轨国民政府的中医管理政策ꎬ成立中医师公会ꎬ以此为准绳开展活动ꎮ
由此可见ꎬ新加坡中医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开启了体制化的发展ꎬ并且卓有成效ꎮ

中医在新加坡的体制化模式首先是极其特殊的ꎬ西方和东方的其他国家、此前和此后

的其他时代皆不存在相同的生长轨迹ꎮ 三个层面———与英殖民政府、新加坡中医界自身、
与民国中医界及政府之间相互联系ꎮ 如果英殖民政府将中医纳入法令加以管制ꎬ那么就

不会发生对明清传统中医体制的移植承袭和对民国政府医师管理政策的主动接轨ꎬ其行

业自主性将被大大削弱ꎮ 后两个层面之间也存在不少一致性ꎬ甚至是相辅相成的ꎮ 一些

中医团体和中医报刊既是与中国中医变革联动的直接产物ꎬ又是促进新加坡中医界自身

转型实践的有生力量ꎮ 这种模式也是影响深远的ꎬ在新加坡政府于 １９９４ 年组织成立传统

中医药委员会及之后正式立法管制中医以前ꎬ新加坡中医界依然大致按照这种体制化模

式运作发展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医师公会ꎬ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主导建成了包括新加坡中

医专门学校(新加坡中医学院)、中华施诊所(１９５２ 年建立ꎬ１９５６ 年迁址易名为中华医

院)、中华医药研究院(１９５９)、中华针灸研究院(１９７８)ꎬ与此同时先后推出«医药与卫

生»、«星马中医药学报»、«中医师公会会讯»等刊物ꎮ 中医师公会作为民间力量能够兼顾

中医之临床、教学与研究ꎬ展现出新加坡中医体制化模式的持续性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这一时期新加坡中医的体制化进程即是克服其作为双重他者的身份

之过程ꎮ 对于新加坡本地社会而言ꎬ从中国传来的中医是他者ꎻ对于中国方面而言ꎬ传播

到南洋的中医也是他者ꎮ 尤其是在新加坡本地社会之中ꎬ中医不仅被政府的医药法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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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ꎬ地位不如西医ꎬ而且仅能服务多元族群中的华人ꎬ无法覆盖其他族群ꎮ 因此ꎬ新加坡

中医界充分发挥行业自主性ꎬ以服务华人、从事慈善立足本地社会ꎬ借助慈善事业和华人

事务的属性赢得英殖民政府的实际认可与扶持ꎬ从而夯实其作为与正规医药体系平行的

间接体制之基础ꎮ 另一方面ꎬ新加坡中医界亦将自身定位为中医的海外分支ꎬ关心母国并

保持与母国的良好互动关系ꎬ不但为自身的体制化探索获得认可与参照ꎬ而且展现出他们

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ꎮ
４􀆰 ２　 新加坡中医体制化探索历程的意义与影响

从正面意义来说ꎬ中医在新加坡的体制化探索历程是海外中医如何融入当地社会与

如何追求现代化的成功案例ꎬ这可从两种视角来理解ꎮ 一方面是本土化ꎮ 新加坡是一个

由英殖民政府主导、以华人为主的多元社会ꎬ要想融入其中需适应其特殊性ꎮ 新加坡中医

界作为民间的、自发的、主动的力量ꎬ进行自下而上式的开拓与发展ꎮ 他们周旋于政府与

民间、本地与母国等多方之间ꎬ既要与强势主流的西医互相竞争ꎬ又要在鱼龙混杂的行业

内部推动体制化ꎬ有效平衡和利用当地政府、民众、业界和中国政府等各方力量ꎮ 不仅如

此ꎬ中医在新加坡的本土化也有一些独特优点ꎮ 比如他们选择接轨的 １９４３ 年民国«医师

法»ꎬ在中国国内颁布不久就被否定修改ꎬ并非稳定持久的法律ꎮ[３６] 相反ꎬ«医师法»在新

加坡中医界被当作准绳而持续遵循ꎬ直至新加坡自治与建国后社会环境转变而变化ꎮ
另一方面是现代化ꎮ 在近半个世纪的体制化探索历程中ꎬ新加坡中医在并不十分有

利的情形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ꎮ 中医报刊、中医专业组织、中医教学等诸多领域均

出现新气象ꎬ其中以中医师公会最为突出ꎮ 如果说联合会的成立象征着新加坡中医专业

组织“从无到有”ꎬ那么继联合会和中国医学会之后出现的中医师公会则象征着“从有到

优”ꎮ 中医师公会不仅兼有先前团体的多种功能ꎬ更因参照«医师法»而拥有更为严密的

组织架构和更具权威的活动举措ꎮ 它与«医师法»中代表西医的医师公会相对应ꎬ因而也

与其他科学团体或西医团体相似ꎮ 此外ꎬ体制化探索历程也展示了一条中医融入现代医

疗体系的独特路径ꎮ 无论是新加坡中医还是中国中医ꎬ都曾面临如何在西医的强势下谋

求生存与转型的困境ꎮ 为了突破困境而向西医学习ꎬ循着规范化、组织化、科学化等方向

发展ꎬ试图融入现代医疗体系ꎬ也都是它们的共通之处ꎮ 受制于法令的隔离ꎬ新加坡中医

无法像中国中医那样走中西医结合道路ꎬ其现代化路径与西方和中国皆不尽相同而深具

本土化特征ꎮ
从负面影响来看ꎬ中医在新加坡的体制化在上半叶开启而并未完成ꎬ且在发展过程中

反映出一些缺陷弊端ꎮ 其一ꎬ缺乏法定的和正规的地位ꎮ 在官方层面ꎬ新加坡的中医未被

纳入管理体系内ꎬ因而只能依靠行业自主性ꎬ导致其正当性、合理性和权威性一直有所缺

失ꎮ 这样一来ꎬ中医不仅无法与西医匹敌ꎬ也容易陷入无序发展的境地ꎮ 其二ꎬ体制化程

度依然不高ꎮ 如前文所述ꎬ１９４７ 年中医师公会会员数目与获得资格者人数分别约占 １９４６
年从业总人数的 ２２􀆰 ５％ 和 １８􀆰 ９％ ꎬ可见自发组织的中医师公会尚无法代表新加坡中医界

全体同行ꎬ且没有面向中医行业的监管权或执法权ꎮ 更重要的是ꎬ在直至 １９４９ 年尚无一

所作为“名正言顺适合现代之教育机关”的情况下成立的新加坡中医学校ꎬ亦无从事中医

学术研究的专门机构ꎮ 由此可知ꎬ新加坡中医界并未建成能够涵盖中医之管理、临床、教
学与研究的综合性系统ꎮ 其三ꎬ所面向的族群单一ꎮ 中医的服务对象绝大部分为华人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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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做到面向所有本地族群ꎮ 然而新加坡社会由华裔、马来裔、印度裔、欧亚裔等多个族群

构成ꎬ即使华人占大多数ꎬ也无法改变中医欠缺如西医那样被视为现代科学的普适性的事

实ꎮ 诸如此类ꎬ都表明新加坡中医的体制化是有限度的ꎬ其过程中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ꎮ
对于新加坡中医体制化的动态ꎬ同时期的中国本土方面也有所关注和评论ꎮ 例如ꎬ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申报»连载刊登«上海市近十年来医药鸟瞰»ꎬ列有“本外埠近年来已停版

未停版一切旧医刊物”共 ２０ 种ꎬ其中唯一的海外刊物就是联合会出版的«医药月刊»ꎮ 作

者持反对中医态度ꎬ认为«医药月刊»之类的刊物“完全是对垒新医而产生”ꎬ是中西医论

争的产物ꎬ“实在谬误百出”ꎬ不具备科学性ꎮ[３７] 再如ꎬ１９４７ 年ꎬ杭州出版的«健康医报»刊

载中医师公会“开会庆祝”、“出版特刊”、会员规模等近况ꎬ又报道其“建议筹设中医学校ꎬ
组织全马中医师总公会ꎬ创办医药图书馆等事业”ꎬ认为其“前途至为光明”ꎮ[３８] 由此可

见ꎬ中国中医界与医学界对于新加坡中医界的发展情况不但有一定了解ꎬ而且持有不同立

场和看法ꎮ
发生于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新加坡中医的体制化探索历程ꎬ所处的阶段为方兴未艾而非

大功告成ꎮ 在此历程中ꎬ中医在新加坡被定位为民间的、辅助的但又不可或缺的医疗力

量ꎮ 后来传统中医药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新加坡中医的历史与现实角色:“虽然西医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是新加坡医疗卫生的主要形式ꎬ但中医仍然相当受欢迎􀆺􀆺中医在新

加坡作为一种补充医疗方法发挥作用􀆺􀆺应当支持政府和社区为加强中医从业者的培训

和提升中医从业的标准而做出努力ꎮ” [３９] 表明尽管 ２０ 世纪末政府决心管制中医ꎬ却仍将

中医延续定位为辅助却不可或缺的医疗力量ꎮ 对照定位的变与不变ꎬ全面评价这段历程

应着重考虑当时的历史情境和突出矛盾ꎮ 尽管体制化并未全面完成ꎬ此外亦未涉及中医

的理论研究和依托于宗教的民俗中医ꎬ但必须肯定的是ꎬ作为双重他者的中医已经在新加

坡扎根生长且萌芽开花ꎬ甚至称得上是左右逢源ꎮ 对于海外中医来说ꎬ既要在横向上适应

当地社会ꎬ又得在纵向上顺应时代要求ꎬ才能真正站稳脚跟ꎮ 虽然这个由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复杂演进过程有一定的偶然性ꎬ但它所反映的本土化和现代化方向是必然的ꎮ 这一

体制化探索历程不仅深刻影响 ２０ 世纪下半叶新加坡中医事业的发展ꎬ而且对于当今中国

如何促使中医“走出去”与现代化等现实议题也应有所借鉴和启发ꎮ

致　 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获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志贤副教授与两位审稿专家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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